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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因脑组织损伤导致不同程度功能障

碍、并发症以及患者在家庭和朋友中的角色改变，出

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给脑卒中后功能障碍的恢

复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研究显示卒中后抑郁

·临床研究·

慢性期脑卒中患者抑郁状态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

高 霞1 高 磊1 马 钊1 张雯雯1 杨恩权2 李光乐2 李 振2 金惜玲2

DOI:10.3969/j.issn.1001-1242.2012.04.009

1 北京医院康复科，100730；2 望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作者简介：高霞，女，主任医师；收稿日期：2011-09-16

摘要

目的：调查慢性脑卒中患者卒中后抑郁（PSD）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对北京望京社区78 例首次发病、病程1年以上脑卒中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进行抑郁状况调

查，同时评测运动功能(Fulg-Meyer)、生存质量（SF-36）、日常生活自理能力（Barthel指数），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家庭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和脑卒中并发症等疾病相关内容，并进行单因素相关分析。

结果：病程1年以上脑卒中患者PSD发生率为57.7%。 其中，轻度抑郁35.9%，中度抑郁11.5%,重度抑郁10.3%。单

因素分析显示人均月收入、年龄、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水平、SF-36精神健康和SF-36躯体健康6个因素与

患者抑郁评测总积分有相关性（P<0.05）。
结论：脑卒中慢性阶段患者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是脑卒中后抑郁主要影响因素。随

着病程的延长抑郁发生率无显著性改变。卒中后抑郁降低了脑卒中慢性期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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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t chronic stage.

Method: Seventy-eight stroke survivors of Beijing Wangjing community were respectively assessed with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 (HAMD)、QOL（SF-36）, 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 Barthel index (BI), after their first

episode more than one year. Their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gender, education, incom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sease were recorded

Result: The incidence of PSD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one year course of stroke was 57.7%. The incidences of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depression were 35.9%,11.5% and 10.3%,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in-

come，age，motor impairment，ability of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level, QOL level of psycho-and body-health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assessment scores of depression (P<0.05).
Conclusion: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PSD were level of movement function (Fugl-Meyer scale), ADL level ,

age and level of family income. The prolongation of disease course didn't change the incidense of depression sig-

nificontly. PSD may reduce the level of QOL of stroke patints at chronic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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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troke depress, PSD）是脑卒中后的常见并发

症,在病程的不同阶段发生率不同[1—2]。既往的研究

多关注于病程的早期，对慢性期相关研究偏少，我们

在社区的工作中发现慢性脑卒中患者仍一定程度伴

有抑郁状态，一直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存

质量，为此我们对北京望京社区慢性脑卒中患者进

行了调查，了解脑卒中1年以上社区慢性阶段患者

抑郁状态的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以便有的放矢地

开展社区慢性脑卒中康复，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北京望京社区脑卒中慢性期患者。入选标准：

首次发病，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制定的

脑卒中诊断标准, 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脑卒中，病程1

年以上，能进行言语或书面交流,配合检查、评测。

排除标准：有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伴发疾

病：痴呆、合并有恶性肿瘤、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

碍，精神病，限制行动的骨科疾病或其他神经系统疾

病。调查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职业、人均月收入、医疗费。调查疾病相关

情况：脑卒中类型、病程、并发症、康复治疗。入选病

例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首先由统一培训过的社区医生完成入选患者相

关自然信息资料采集，选用简短精神状态评测表

（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MSE）进行智力

评测。对满足研究标准的患者由固定的两名从事多

年脑血管病康复的医生进行进一步调查评测。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评测HAMD评分≥8分:轻度抑郁；≥17分:

中度抑郁；≥24分:重度抑郁。同时进行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Barthel index,BI）评测、Fugl-Meyer（FM）运

动功能评测、SF-36问卷调查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l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研究

因素与抑郁的发病相关性研究用 t检验或χ2检验 ,

对计量资料与抑郁积分程度关系用Pearson相关分

析。所有分析结果P<0.05表示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基础研究

入选研究对象97例，其中痴呆（MMSE<15分）5

例，伴有其他严重疾病10例，予以排除，有4例未能

配合完成抑郁量表评测被排除，最终满足研究条件

完成调查的共78例

2.1.1 性别：男性 53 例，占 67.9%；女性 25 例，占

33.1%。

2.1.2 年龄：平均年龄（61.89±9.81）岁（33—81

岁），60岁以下33例，占42.3%；60岁及以上45例，占

57.7%。

2.1.3 病程：平均病程（2.99±1.85）年（1—9年），发

病时间在3年以内者37例，占47.4%；3—5年38例，

占50%；5年以上3例，占4.9%。

2.1.4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学历13例，初中或技

校42例，高中或中专16例，大学及以上7例。

2.1.5 婚姻：有配偶（在婚）67例,占85.9%；无配偶

11例（丧偶6、离婚2、未婚3），占14.1%。

2.1.6 同住人：与配偶、与子女或与配偶及子女同住

共72例，独居6例。

2.1.7 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15例，1000—2000

元40例，2000—3000元15例，3000元以上8例。

2.1.8 脑卒中类型：脑梗死64例，占82%；脑出血14

例，占18%。

2.1.9 伴发疾病：伴有高血压56例，糖尿病28例，高

血脂症41例，心脏疾病23例，同时伴有其中三种以

上疾病的患者26例，伴有两种疾病33例，伴发一种

疾病13例。并发肩痛16例，占20.5%。

2.1.10 康复治疗：发病后曾进行过康复治疗者为

44例，自行室内或户外规律的活动锻炼者58例。

患者抑郁情况、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生

存质量状况的量表评测结果见表1。

2.2 合并抑郁情况

表1 78例患者各项功能评测及QOL积分情况 （x±s）

评测项目

HAMD评分
BI评分

FM运动积分
QOL躯体健康
QOL心理健康

QOL总分

总体（78例）

10.50±9.94
88.27±18.91
76.69±28.21
50.98±21.98
56.71±21.49
54.82±22.20

男（53例）

11.34±11.07
85.38±21.37
72.96±29.85
49.18±22.35
55.85±21.00
53.02±22.23

女（25例）

8.72±6.79
94.40±10.03
84.44±23.11
54.79±21.09
58.54±22.82
57.93±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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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例脑血管病患者合并PSD的有45例 ,患病

率为57.7 %。其中轻度抑郁28例，占35.9%;中度抑

郁9例，占11.5%;重度抑郁8例,占10.3 %，表明大部

分病例为轻度抑郁，见表2。

2.3 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将各调查项目和评测项目分别与抑郁进行相关

性分析，抑郁积分与年龄、Barthel积分、运动功能积

分、SF-36精神健康总分、躯体健康总分、人均月收

入均呈负相关，P值均<0.05。即肢体运动功能越

好、自理能力越强、人均收入越高，抑郁程度相对越

轻，年龄大的较年龄小的抑郁程度轻。有无抑郁与

性别、病程、卒中类型、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医

药费、康复治疗、照料人、高血压史、冠心病史相关性

无显著性意义，P值均>0.05。见表3。

表2 78例患者卒中后抑郁患病情况

项目

总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49岁

50—59岁
60—69岁
≥70岁

病程
未满３年
3年及以上

诊断
脑梗死
脑出血

例数

78

53
25

10
23
28
17

37
41

64
14

%

100.0

67.9
32.1

12.8
29.5
35.9
21.8

47.4
52.6

82
18

抑郁总数
例
45

30
15

10
15
9
11

20
25

33
12

%
57.7

56.6
60.0

100
65.2
32.1
64.7

54.1
69.9

51.6
85.7

轻度抑郁
例
28

17
11

3
11
6
8

11
17

23
5

%
35.9

32.1
44.0

30.0
49.8
21.4
47.1

29.7
41.5

35.9
35.7

中度抑郁
例
9

6
3

5
1
1
2

6
3

4
9

%
11.5

11.3
12.0

50.0
4.3
3.6
11.8

16.2
7.3

6.2
64.3

重度抑郁
例
8

7
1

2
3
2
1

3
5

6
2

%
10.3

13.2
4.0

20.0
13.0
7.1
5.9

8.1
12.2

9.4
14.3

3 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病率报道

差异很大。差异可能为诊断原则、评估方法、样本选

择(住院患者、康复单元患者或社区患者等不同区域

人群不同的排除原则)、样本数量、观察间隔、病变部

位及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随访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等因素的不同所致。国内外总体上波动于20%—

79%，且集中在30%—50%之间[3—5]。扩大样本量和

长期随访可一定程度上避免小样本的局限性和调查

时间的影响。马景贺等[6]对248例脑卒中急性期住

院患者调查显示PSD发生率37.9%，长期随访研究，

刘永珍等[7]对616例脑卒中患者7年随访调查显示7

年前患有PSD者206例（33.4%）,7年后幸存475例能

完成调查的465例患者中有236例有PSD，发生率为

50.75％，发病率有所提高，其中轻度抑郁 210 例

(45.16％)，中重度抑郁26例(5.59％)。7年前有PSD

患者，7年后仍有抑郁者93例，占45.1％；7年前没有

PSD的患者，7年后出现抑郁者143例，占34.9％。

可见脑卒中一年后仍然不断有抑郁伴发。Berg等[8]

对100例患者18个月的随访 ,发现54%的患者卒中

后至少发生1次轻度以上抑郁,而这些人中有46%是

在卒中后2个月内发生抑郁,且持续至12和/或18个

月,有12%的患者初发PSD是在卒中后第12或18个

月。Dam[1]对卒中患者随访7年,有20%的患者有抑

郁症状。一般认为,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高危期是

卒中后2年。Aben等[2]认为PSD最常发生于卒中后

最初几个月,而在卒中后2—3年有一新的高峰。近

来石德志[9]报道178例首次卒中既往无抑郁状态的

患者住院期间并发抑郁的有 60 例，发病率为

33.7%。本研究结果显示 ,这组慢性期脑卒中患者

PSD 总患病率为 57.7%，其中轻度 35.9%，中度

11.5%。重度10.3%。结果也显示,卒中后病程不满

3年与病程3年及以上的抑郁发生率分别为54.1%

和69.9%，有随病程延长患病率增高的倾向，但两组

表3 抑郁与各相关因素相关性

r
P

年龄

-0.264
0.019

BI积分

-0.310
0.06

FM运动
积分
-0.410
0.001

SF-36精神
总分
-0.362
0.001

SF-36躯体
总分
-0.327
0.03

人均
收入
-0.223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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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患病率无显著性差异，χ2检验P>0.05。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程度与肢体运动

功能、生活自理能力有相关性。相关研究一致认为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日常生活能力是PSD的重要影

响因素[10—11]。抑郁与神经功能损害的程度明显相

关,功能障碍越重,抑郁的发生率越高,程度越重。严

重的神经功能缺损,如肢体严重瘫痪等是卒中本身

病情严重和病灶较大的结果,而这两者正是PSD发

病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因素。这也可能是由于卒中导

致了认知、肢体活动、生活自理能力和工作能力等方

面的损害,从而产生了心理障碍。反之，PSD又严重

影响了神经功能的康复[12—14]。卒中后，PSD抑制了

患者进行神经功能康复训练的欲望，不愿或不主动

进行神经功能康复训练，甚至被动训练也不配合，且

康复训练时反应力差，训练过程中经常出现不适应

症状而迫使治疗终止等等，从而延误了康复训练，不

利于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降低了

患者生存质量。但也有研究发现,PSD与神经功能

缺损致躯体功能障碍无直接关系。尽管Staikstein

等[15]研究认为,躯体功能障碍不会引起抑郁,但是认

同一旦发生抑郁,两者相互影响,抑郁将阻碍躯体功

能的恢复。因此对卒中后抑郁要引起高度的关注，

早发现、早治疗以促进卒中躯体功能的康复。

脑卒中后抑郁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16—17],本研

究显示抑郁积分与生存质量的躯体健康感和精神

健康两个层面都有相关性,抑郁造成生存质量下降,

所以处理好抑郁问题是康复最终目标——提高生

存质量的重要内容。PSD的发生机制目前主要有

两种学说[18—19]:①原发性内源性学说：PSD与脑损害

后的神经生物学改变有关。病变损害直接破坏了

5-羟色胺能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及其传导通

路,使5-HT和NE含量下降而致抑郁。②反应性机

制学说：家庭、社会、生理等多因素综合作用致卒中

后生理和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反应性抑郁状态。所

以治疗抑郁也应从其机制入手，一方面采用心理治

疗的方法，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及承受能力，激发

患者的积极情绪，树立信心，有效配合治疗；同时，

积极给予康复治疗，促进功能障碍的改善,以利于神

经功能康复,使患者从生理、心理上得到全面康

复。尽管疾病慢性期神经功能缺失的恢复进入平台

期，但是近来许多慢性期康复治疗的结果显示康复

治疗对改善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提高生

存质量仍然有效。社区脑卒中康复越来越显示它的

作用[20]。另一方面还应进行必要的抗抑郁药物治

疗。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改善抑郁状态，提高功能

水平，使得生存质量在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两个层

面都得到提高。

此外，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因素研究还多集中

在脑卒中部位、卒中类型、年龄、性别、经济水平、社

会支持、文化程度、婚姻等因素，结果仍有争议，结论

不一致。我们的结果显示患者年龄、经济水平与抑

郁有相关性，而其他因素未显示相关性。可能由于

样本量偏小使一些相关因素没有显示阳性结果，有

待进一步扩大调查区域，扩大样本量，并且对社区患

者进行长期追踪随访，动态观察相关变化。

4 结论

脑卒中慢性阶段患者运动功能、ADL能力、年

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是脑卒中后抑郁主要影响因

素。随着病程的延长抑郁发生率无显著性改变。卒

中后抑郁降低了脑卒中慢性期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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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9]，白细胞介素6增加与强度成正比与时间成

反比[20]；而在肺部微环境中，运动会造成Ⅱ型上皮细

胞分泌的表面活性物增多、呼吸频率及深度的增加、

肺泡细胞受拉扯、挤压的程度也加大，因此认为上述

的多重因素均可能与于本研究发现的剧烈运动作

用。

归纳上述，急性剧烈运动能增加BALB/c肺巨噬

细胞的吞噬能力，因此对运动者而言，能令肺组织内

的大部分外来物质被快速清除，以减低对组织的伤

害，最终促进肺部免疫能力。本文只对急性运动对

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而其可能

的调控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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